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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内地土地改革 

中国家权利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论析 

张晖 

(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昆明 650032)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也重构了

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此后推进有计划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从处于

国家权力边缘的多民族地区的云南内地土地改革的实践看，土改初期由于基层政权多为旧体制的维护者控制着，造

成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产生隔阂。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通过具有桥梁作用的土改工作队深入一线广泛开展社

会动员，国家权力越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实现直接互动，新的组织符号体系在乡村成功构建，确保了新政权的规

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乡村社会得以确立，最后重塑了乡村基层政权，完成了国家权力下行到乡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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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既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也重构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重

塑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此后进行有计划的乡村建设打下了基础。从西南边疆云南省的实践来看，土改初期

存在着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隔阂，主要原因是基层政权多为旧体制的维护者。土地改革中，国家权力越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

会直接互动，土改工作队在其中起到桥梁作用，贯穿土改始终的社会动员是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互动的重要途径； 双方互动的

核心内容是新的组织符号体系在乡村的构建，新政权的规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乡村社会确立起来，这是土地改革中的关

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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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学者对华北、晋中新区、河南、湖南等地区土地改革中的社会动员进行了研究，为云南地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

的借鉴。①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以云南土地改革相关档案和口述资料为基础，从云南内地土地改革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

的互动的角度，探讨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多民族地区在执政基础较薄弱的条件下如何推进土地改革，土改工作队的构成与特点，

社会动员的方式方法以及乡村社会的反馈。 

一、旧势力控制的基层政权: 云南土地改革前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隔阂 

云南土地改革从1951 年8 月开始，历时7 年，分别采取了内地土地改革、缓冲区土地改革、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几种方式完

成了土地改革及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部分地区采取“直接过渡”形式进行民主改革。② 多种形式的土地改革以“中

心———边缘”的层次逐层推进，即使同一行政区域内也根据坝区、多民族杂居山区、民族聚居区、边疆等不同条件采取了不

同的土改方式。本文所探讨的内地土地改革是在处于地主经济的内地坝区和多民族杂居的内地山区，贯彻中央《土地改革法》，

采取与新区改革一致的步骤、方法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 

云南全省于1950 年2 月解放，1950 年3 月至6 月在接管建政中建立了县级以上人民民主政权，在1950 年6 月至1951 年

建立起县乡之间的区级人民政权，而对乡村基层政权没有进行接管，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外，

一律由控制地沿用原有的保甲制度。因此，在云南内地土地改革前，大部分乡村政权掌握在旧势力手中，由于客观条件所限，

基层乡村政权尚未改造，乡村与国家权力的联系虚弱且隔阂，国家权力下行缺少乡村社会基础。正如当时省委报告提到: “自

本省全面解放，省县各级人民政府建立以来，就全省范围来说，区以上的各级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的力量占统治

的优势，除解放一年的老游击区外，区以下的乡村政权与人民团体大部分还在地主阶级或明或暗的统治或影响之下，农村基本

群众还没有来得及发动与组织起来”①1。除了少数老游击区有一定群众基础，群众有初步发动之外，大部分新解放区没有发动和

组织群众，群众对于新政权尚不了解，存在“变天”思想、疑惧心理。同时，国家权力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也加剧了

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隔阂。1950 年底，云南内地约有股匪170 余股，匪众4. 5 万人，② 退踞缅甸的国民党残部用各种手段

影响境内形势。未经改造的乡村基层政权掌控在旧势力手中，与内地股匪、境外国民党残余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国家权力的下行受到以上条件限制，尤其是区以下的基层政权成为主要障碍，土地改革前国家权力与部分地区乡村

社会存在隔阂甚至对抗。据档案显示: “在各地农村组织中，除个别乡区群众比较有了发动和组织外，普遍的农村基层组织( 包

括党、团、政权、武装、群众组织) 是掌握在地主、恶霸、旧军人、特务、流氓、兵痞手中”，“如元江一个团，支书是国民

党书记长，国民党一个党的‘区分部’完整地为现在团的支部。”又如“丽江区之丽江、剑川、鹤庆、永胜四县，几乎村村有

支部，每支部都是数十人乃至百人，支委书记十分之八九为恶霸地主，国民党三青团特务流氓混入我党团，而且操纵了我区乡

党团农会、政权、民兵”③。有控制地利用保甲制度与新政权推行的各项政策之间存在矛盾和利益冲突，乡村政权难以积极有效

地贯彻各项政策，甚至在部分地区国家意志与乡村权力之间呈现出一定对抗。如鹤庆的基层政权成为阻碍征粮的核心，建水某

区长带头抢租，曲靖、保山等地部分乡村留用人员参与了暗杀干部、策划叛乱等事件。对叛乱较多地区调查发现“保山区最近

发生匪乱地区，基层政权多未经改造，乡保长中留用的旧人员很多。昌宁县乡、村级政权全未改造。对旧人员缺乏审查与教育

改造，有的干部被某些坏分子之假积极分子所迷惑而盲目信任，甚至还让他们掌握武装，最近该区发生的叛乱，很多是留用的”
④。这些现象说明土地改革前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治是旧政权的延续，新政权的制度、政策、理念与基层政权之间存在隔阂，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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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无法深入影响到乡村，乡村社会尚未接纳新政权的话语体系。 

这些是土地改革的客观条件也是通过土地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云南内地与全国新区采取同样的步骤和方法完成土地

改革，但也体现出鲜明特征，在新生政权面临内部外部威胁、缺少乡村社会基础的条件下，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成为进

行土地改革的关键环节。 

二、土改工作队: 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互动的桥梁 

组建土改工作队，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推动土地改革工作，既是新区土改的一般经验，又是越过基层权力体系实现国家权

力下行的有效途径。土改工作队是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桥梁，土改工作队深入乡村社会之中，能够直接宣传、运用党的

各项政策，可以越过科层制度直接与乡村互动，他们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选择和培养骨干，重塑乡村权力体系。土改工作队

具有双重身份，面对乡村是国家意志的代表； 面对省委和县委则是乡村实际情况的反馈者。对这一问题，李里峰认为“就微观

层面的乡村社区而言，作为党和国家的直接代表，工作队在村庄社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必要时可以越过各种基层权力组

织，直接对农民群众实施动员和治理，甚至可以借助群众的力量改组或解散这些组织。”① 2这一评价略显片面和单一。从云南

的情况看，土改工作队虽然代表国家意志，但国家意志的彻底执行必须与乡村实际相符合，土改工作队也是反映乡村真实情况、

下情上达的重要通道，他们对乡村的认识直接影响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土改工作队的组建是云南内地土地改革的重要力量，全省分三批进行土地改革，土改工作队也依次分批组建。一部分从军

队和机关在职干部中抽调，大部分由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中新提拔的工农和知识分子组成，名额预算按照将开展土地改革人口

的千分之一计划，实际人数略少于计划，如1952 年全年名额预算为14580，实际人数约13000余人。② 土改工作队的性质任务是

各级党委“执行土地改革的主要力量，是领导与群众之间的重要桥梁”，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逐渐联系群众，执行党的政策，

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③ 

土改工作队的行为选择受到国家意志和乡村现实的双重影响。土改工作队队员自身的家庭出身、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影响

着其行为选择的倾向，进而影响到运动的推进和政策施行效果。云南土改工作队的人员构成有三: 土改初期的工作队是抽调干

部和学生组成，其中机关抽调人员仅有几十名，包括20 余名县区级干部； 抽调知识分子和学生占多数，绝大部分是参加过半

                                                        
2
 ①李里峰: 《工作队: 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10 年

第 3 期。 

②1952 年预算数字根据: 《全省 1952 年土地改革工作队名额预算》，云南省档案馆藏 2 － 1 － 154，第 54 页； 1952 年实

际数字根据 1952 年省委《关于整训土改工作队的决议》，《云南通讯( 内刊) 》1952 年 2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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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1951 年 8 月第一批土改训练班学员数据根据《云南省农民协会土地改革训练班学员人数统计表》整理，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 

2 － 1 －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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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减租退押运动、有了初步群众工作经验的昆明大中学生； 有选择地吸收部分农民骨干一百名左右，是在减租退押运动中翻身

的农民，担任乡农协主席或委员。④ 1951 年8 月，省委集中培训了第一批土改工作队，其构成情况是: 第一批学员总数为539 人，

来自第一批土改的昆明、呈贡、宜良、晋宁、澄江、曲靖6 个县的有506 人，省委机关有22 人，省委农协工作组11人。其中，

男性426 人，女性112 人； 1948 年以前参加工作的有103 人，占到总数的20. 4%，有过老区群众运动经验的县级干部4 人。

他们的行为选择也同时受到个人家庭出身和职业的影响，土改工作队成员的职业构成与家庭成份如下图所示，从中可以看出，

土改初期的工作队构成中，贫农和雇农在工作队所占比例为33. 32%，地主和富农占到总数的17. 9%。⑤ 

第一批土改在昆明等6 个县试点结束后，第二批、第三批土地改革在全省内地坝区和多民族杂居的内地山区全面展开，工

作队的构成发生明显变化。随着土改范围迅速扩大，土改工作队人员数量较快增长，大批的农民骨干被吸纳进土改工作队中，

形成了以农民骨干为多数的构成特点，这也体现了国家权力下行的趋势。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推进，第二批土改工作队培训了

1700 人，多数是农民干部，1 /3 是地方抽调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从老解放区来有着群众运动经验的县区级领导干部40人，仅

占到总数的2. 3%。⑥ 据1952 年10 月统计，全省共有土改工作队员20155 名，其中农民干部12633 名，占总数的62. 7%，⑦ 农

民干部成为土地改革的骨干力量。 

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中，土改工作队成员的思想、观点、方法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距，影响着国家权力与乡村的

互动。根据土改工作队队员的思想特点和在土改中的作用来分析: 从机关抽调的干部中，有部分在老区参加过土地改革，有老

区工作经验，是土改的主要领导者，他们掌握政策、选择精英、控制土地改革的方向，他们能够坚决执行国家意志，但受到过

去老区经验的影响较深，与云南乡村交流不紧密，往往用老区经验来判断。在土改中发现“一部分老区来的干部，存在着严重

的经验主义，大批新干部地富思想没有解决”①3。知识分子在土改工作队中主要从事辅助性工作，他们的特点是: 轻视劳动，对

农村不熟悉，缺少发动群众的经验，对依靠贫雇农思想上有排斥。农民出身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成为土改中后期的主体和依靠力

量，他们是从土地改革中培养的积极分子、骨干和农民领袖中选拔出来的，特点是与乡村社会有着紧密联系，在社会动员中能

够发挥出政策内化和示范作用。政策的内化是指他们能够把国家政策以乡村更为熟悉和更易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 示范作用是

指当社会动员遇到阻碍时，他们自身的经历和情绪可以成为群众的示范和引导者。农民骨干在经过锻炼和培养后，更能够深入

群众中，他们宣传土改政策与农村实际联系得更紧密，在进行诉苦运动时，他们能够“以苦引苦”较快打开局面，由于更了解

乡村实际，他们在工作中起到了粘合剂和引燃剂的作用。但是，农民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与工作队的要求存在距离，农民干部

虽然出身农村却对“放手发动群众”和“依靠贫雇农”认识不深，对不积极的农民往往产生讨厌、打击、排斥的态度，缺乏深

入和耐心，对不积极的农民采取“不来开会就罚油”， “不说话不斗争就是地主狗腿子”等简单武断判断； 农民干部知识水

平不高，在贯彻国家意志时缺少独立思考和把握的能力，往往是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做，甚至采取吊打或变相肉刑等违反政策的

做法。各地在发动群众的工作中发现很多工作队队员存在思想和作风混乱等问题，如“发动群众困难，不如包办代替简单”“不

包办代替是不行的，群众太落后”“贫雇农散漫自私，不能依靠”“要党的政策就不能发动群众，要发动群众就不能执行政策”
② 等。为解决这些问题，省委先后举办三次土改工作队的培训，各区县也分别组织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土改工作经验，

                                                        
3
 ①《云南通讯》编辑部: 《省委关于 3 月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内容向西南局的报告》，《云南通讯( 内刊) 》1951 年第 14 期。 

②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 2 － 1 － 155，第 146 页。 

③《云南通讯》编辑部: 《1952 年 5 月全省地委书记联席会议关于土地改革的三个决议》，《云南通讯》( 内刊) 1952 年第 22 

期。 

④黄宗智: 《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 第二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 

⑤李海金: 《“符号下乡”: 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侧重于土地改革时期的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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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典型案例认识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必要性，掌握方式方法，同时培训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和步骤措施。随着土地改革大范

围铺开，土改工作队的规模迅速从500 余人扩大到1 万3 千余人，很多队员锻炼时间短，部分成员没有从深入的群众运动中选

择提拔，后来在检查中发现一些工作队成员组织不纯、作风恶劣甚至违法等现象。鉴于此，省委于1952 年5 月作出《关于整训

土改工作队的决议》，在全省范围对土改工作队进行了全面整顿:对于大部分符合条件、有培养前途的队员进行培训和提高，奖

励表扬部分优秀分子； 对于约15% 达不到工作要求的成员，是农民成分的就批准或动员回家生产，并鼓励在本乡运动中发挥积

极作用； 对于知识分子和旧人员成分的队员，则安排工作，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 对于严重恶劣的约占5% 的队员，坚决清除，

至于那些严重违反纪律和法规的队员则严加惩处。③ 

三、广泛的社会动员: 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互动的途径与方法 

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符号下乡”这一概念来分析土地改革中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过程，例如黄宗智从客观性现实与表达

性现实的角度分析土地改革中“阶级成分”的官方构建与农村实际之间存在差异④； 李海金则从国家整合中农民身份构建入手，

他认为在土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依据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将村民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成分”，并给予

其差异性的政治、经济待遇，从而建构起一套新型的身份系统。他认为这个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政治关系、农民的国家观念

发生转变，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机制也发生转型⑤。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土地改革研究有着积极意义，但是他们都仅从国家权力

主动构建的角度进行分析，忽略了乡村的反馈机制在其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片面性。笔者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发现，在国家

权力边缘的边疆多民族地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并非单向的运动，而是互动的过程，国家权力必须选择适合乡村的互动方式，

如果没有农村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就无从谈起。 

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互动的核心是围绕组织符号体系在乡村建立，组织符号体系“指的是一个组织的这些方面，其成员通

过对它们的使用而显示或使得组织中固有的无意识感情、形象和价值观能被理解。符号体系表达的是一个组织的基本特点、思

想意识和价值观。”① 4具体到云南内地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组织符号体系是由社会主义、阶级、剥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

等一系列话语符号构成，包含了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措施，体现了新生政权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和执政理念。国家权力与乡村

社会的互动体现在国家权力及其在乡村的代表( 土改工作队) 是这一套符号体系的解释者、传播者，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使话

语符号体系在乡村确立； 乡村社会的成员是这一符号体系的接受者、运用者，乡村各阶层依据自身的需要和观念来有选择地接

纳组织符号体系，并对其作出反馈。其中，乡村社会内部接纳、运用和自觉实践是组织符号体系成功构建的关键，通过对符号

体系的使用，农民对国家权力的形象塑造、情感联结以及价值取向在乡村社区中建立并不断强化。 

乡村社会的选择性接纳和反馈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乡村信息的垄断和控制。土改工作队作为外来人员，并不了解乡村

实情，必须通过乡村社区成员来了解乡村情况，乡村可以选择对土改工作队封闭信息。土地改革初期，部分地区农民群众不与

工作队见面，问什么都只说好，不回答，工作队就没办法开展工作。如保山土改初期，工作队工作方法简单生硬，逢人便问“你

们干部可好，地主格彻底了”，旧乡村势力则秘密威胁群众，封锁工作队，工作局面难以打开； 二是乡村各阶层从自身经济和

政治需求出发理解和运用土改政策。土改政策受到乡村传统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土改政策的落实情况也与政策要求存在差

距。在土改准备时期的减租退押中，检查发现很多地方农民主动斗争的往往不全是大地主和恶霸，还包括一些狗腿子、小偷。

                                                        
4
 ①〔英〕丹尼斯·姆贝: 《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 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陈德民，陶庆，薛梅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0 年版，第 70 页。 

②《宜良第四区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 2 － 1 － 70。 

③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 2 － 1 － 162。 

④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 2 － 1 －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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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宜良第四区3 个乡通过发动群众在秋收秋征中斗争的30 名地主，检查核实后发现，其中地主14 个，其余包括富农7 个，农

民6 个( 都被认为是狗腿子和小偷) ，其他阶层3 个。② 在划阶级成份时，部分地区存在把中农划成富农的现象，造成了排斥

或侵犯中农利益。③ 工作队只有切实掌握乡村情况，才能树立好乡村骨干，整顿基层政权，依照政策推动土地改革，正确划分

阶级和没收征收分配土地； 三是对政策不适应的直接反馈。处于国家权力边缘的多民族的云南内地土改地区，政策的不适应性

往往反馈为民族矛盾、内外震荡等表现，从而促使土地改革不同阶段的政策、措施、方法必须随之调整。如在土地改革准备阶

段减租退押时发现，“接近边疆的减退，尤须更加慎重，据闻保山区之腾冲县地主大量逃亡国外，或投入匪伙( 两村七百户逃

亡了三百人，恐怕有农民成分在内) ，另据反映，昭通巧家、永善等地之彝族大量逃入凉山和丽江之土司地区，其中也有农民，

并谣传人民政府在巧家‘兴汉杀彝’的口号，对民族地区波动很大，此种现象必须予以认真检查和纠正”，针对这些情况，省

委提出在民族地区土改必须谨慎的掌握政策严防“左”的偏向，甚至“宁肯留一点封建尾巴也不要处理的过了火”④ 。 

土改初期，各阶层对土地改革的认识普遍仅从经济层面作价值判断，如贫雇农对土改的看法是“分田好啊，政府命令哪有

不拿”； 对斗地主不感兴趣，认为“斗不垮”； 当土改工作队提出土改要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削弱地主阶级时，普遍遭到农

民思想上的抵触，认为“分田要分好啊，斗地主不斗”。中农思想上存在“以后我也不希望分，有我这点就行”，对土改不重

视。部分贫雇农则因为在减租退押中未分到果实，对土地改革冷心冷意。而云南省土地改革的文件多次强调土地改革的首要任

务是从政治上打倒地主阶级，树立农村农民民主政权，但是实际情况是决策者与乡村社会成员对土改的认识存在较大差距。因

此，土地改革的重要任务是通过宣传、引导、诉苦等方式，启发其政治觉悟，通过社会动员使他们从单纯经济需要转为政治需

要。唯有如此，土改运动才能深入开展。 

广泛的社会动员是组织符号体系传播的主要途径，也是国家权力下行的关键步骤。云南内地土地改革试点的实践说明了社

会动员的重要性:部分领导者受老区经验影响，单纯关注斗争场面、划分阶级成份后急于让地主报财产清单，仅仅通过斗争地主

来发动群众，当大地主被斗倒后，群众对中小地主充满同情，有的农民在斗争会上躲在后面掉眼泪，有的看管地主的民兵对地

主说: “我倒是不想看管你，是上级叫我看的”①5，于是斗争很快开展不下去。第一批土地改革进行20 多天后，中共云南省委

检查认为试点各县普遍存在“和平土改”倾向，错误判断群众运动形势，没有深入地放手发动群众，国家政策未能在乡村内部

产生共鸣，通过土地改革所要完成的国家权力下行这一任务遇到阻碍。于是，省委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即开展广泛的社会

动员，尤其是贫雇农群体的社会动员。 

云南内地土地改革社会动员的具体方式是“先轰开，后深入”: 轰开是指召开县、区、乡各级各类代表会议，深入是指土

改工作队深入乡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借助农民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是最基本的方式，其目的是面对面“把政策交给群众”。

各级代表会议向乡村成员提供了将他们自己置于组织中的手段与途径。例如昆明代表会召开前， “县委委员分别到区、乡、村

和群众见面，召开干部大会，有的区乡干部分别到村传达布置，以为就可以把政策交给群众，事实并非如此，土改政策只宣传

到几个人，大部分群众一无所知”，通过召开县农代会才使群众了解了土地改革政策。② 各地在土地改革初期都分别召开了各

种代表会议，会议规模从数千人到数万人不等，声势浩大、大张旗鼓地宣布土地改革开始，宣传土地改革基本政策。在组织符

号体系的构建中，各级代表会议特别是全县、全乡的农民代表大会具有仪式性叙事的功能，以直观的方式让农民了解土地改革

政策，直接观摩诉苦、群众斗争等土地改革的叙事情境，具体生动地体现土地改革的政策要点、特定的叙事范式、阶级观念和

                                                        
5
 ①《急于赶时间运动走了弯路》，《云南日报》1951 年 12 月 30 日，第 2 版。 

②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昆明市档案局编: 《昆明土地改革运动》，2012 年内部印刷，第 66 页。《运用农代会发动群众是

最基本的方式》，昆明土地改革通讯第一期。 

③袁用之: 《祥云怀旧》，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云南土地改革回忆录》，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3 页。 

④《昆明县减租退押总结报告》( 1951 年 7 月 31 日)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 2 － 1 －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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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并使其合法化，从而推动群众自发运动。召开各级各类代表会议是有计划地、系统地安排并在短时间内掀起运动高潮。

在运动高潮中，“一天或几天里，对敌斗争的战果较之零敲碎打地搞几天、十几天的战果要大得多，快得多”③，这种仪式性叙

事的感染性在农民代表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如有的地区在召开农代会之后，部分农民代表回到乡村自觉自发组织、串联，主

动整顿组织。 

在农代会之后，土改工作队深入乡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土改工作队到乡村要求跳出“旧村干”，这是因为西南局检

查发现在减租退押中工作队大部分依靠旧村干，各地农协普遍存在“中农当家”的现象，未能充分发动贫雇农，在依靠对象方

面存在问题。如昆明“运动初期所谓的积极分子，并非真正为基本群众所爱戴的领导骨干，而是痞棍、勇敢分子”④。赢得群众

信任和接受是土改工作队开展具体工作时面临的首要问题，而选择、培养好可依赖的基层积极分子为工作骨干成为推进土改工

作的重要环节。对基层土改工作积极分子的选择和培养，本质上就是对乡村政治精英的选择和塑造，是基层组织整顿的基础， “扎

正根子”对于国家权力的有效下行具有决定性作用。实践中，有的县明确规定了“根子”的标准，更多的地区是通过土改工作

队细致工作，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逐步打开局面，了解乡村真实状况。具体方法是通过访贫问苦、召开贫雇农座谈

会、贫雇农代表会、农代会等办法来发动贫雇农，从其中发现最贫苦、成分纯洁、历史清白、受压迫程度最深、最能联系群众、

群众拥护的优秀分子，作为培养对象，在实际工作中多和他们商量，发动他们进行串联，成为积极分子，在群众中形成核心。

在开代表会时，把选举代表过程当作发动群众的过程，通过自报历史、比苦比难，群众讨论等办法，进行民主选举。被发展的

积极分子又去进行串联等发动其他贫雇农的工作，使他们从积极分子成长为骨干和群众领袖。 

土改工作队的另一个任务是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建立农民的权力组织，具体步骤是: 首先通过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进

行串联，有了基础后即召开雇贫代表会，成立雇贫代表主席团，集中意见，启发觉悟，并依靠他们去扩大串联和团结中农。在

此基础上成立乡农代会。乡农代会是合法的权利领导机关，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当基层组织不纯洁的情况时，为避免影响到土

改工作的健康开展，乡农代会主席团就可以以合法执行机关的形式直接领导群众运动，并及时对乡村基层政权进行整顿。在建

立乡农代会之后，土改工作队的职责和内容也随之转变，不再是各项工作的直接实践者，而是组织符号体系的解释者、引导者，

直接实践的工作大部分交由乡农代会和乡农代会主席团，其工作重点转到实践中对乡村基层政权的教育、引导方面，使其在工

作中得到锻炼，推动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完善、提高。各地在完成没收征收及分配土地之后，都进行了民主建政的工作，建立健

全乡级政权。基层政权建设是土地改革后期以及土地改革复查时期的重点工作，至1953 年底，云南全省乡村基层政权基本建立

起来，国家权力下行至乡村的任务基本完成。 

四、结语 

事实证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充分互动以及相互呼应是任何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虽然社会变革

的具体过程和结果在各个地区总体上呈现出共性为主的特点，但是由于各地区社会发展存在着客观差异性，因此，具体到变革

的进程、政策的运用以及所采取的举措等则因地区差异而应该有所不同。只有充分关照到这种差异性，才能确保最后实现社会

变革的总目标，云南省土地改革运动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证。为了达到国家权力有效下行、实现国家治理统一一致的目的，

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使基层民众充分了解国家意图、彼此达到充分互动。在此基础上，建立一支能够正确理解国家意图、

充分了解基层实际情况、科学有效开展工作的基层工作队伍至关重要。通过自下而上把农民发动、组织起来，根据国家统一政

令对乡村政权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和重塑，不仅完成了国家权力下行到乡村的任务，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在乡村

社区中得到了广大农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支持，为此后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牢固基础。从国家权力与乡村社

会互动的角度分析这一过程得到的知识、经验以及教训，对于今天边疆多民族省份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依

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